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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男权偶像的崩塌看女性意识的崛起
———试论丁玲、萧红、张爱玲笔下男性形象塑造 ＊

曲 慧 芳
(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摘 要:丁玲、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他们张扬着女性意识的大旗，
站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制高点上，对男性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描写，撕开了千百年来男权中心思想统治下
男性身上神圣化、神秘化的外衣，暴露出其灵魂的萎弱、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卑劣。在他们笔下，传统的男权
至上思想受到质疑、否定乃至被彻底推翻，男权偶像轰然崩塌，一批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取代了男
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地位，成为现代文学一道不一样的风景。三位女作家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巨
大收获，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迄今不曾逾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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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师林立、名家云集的中国现代文坛，活跃着
三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们是丁玲、萧红和张爱
玲。在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40 年代中期的动荡
年代里，三位女作家前赴后继，张扬着女性意识的大

旗，站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制高点上，或表现都市

社会知识女性心理和精神的苦闷，或再现乡村底层

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命运，或从“男女间的小
事情”中透视人性的悲哀。她们的创作，体现了中
国现代女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对各阶层女

性命运的深刻反思，对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批判以及

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强劲挑战。而她们对男性形象的
颠覆性描写，撕开了千百年来男权中心思想统治下

男性身上神圣化、神秘化的外衣，暴露出其灵魂的萎
弱、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卑劣。在他们笔下，传统的
男权至上思想受到质疑、否定乃至被彻底推翻，男权
偶像轰然崩塌，一批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女性形
象，取代了男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地位，成为

现代文学一道不一样的风景。三位女作家的创作是
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大收获，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迄

今不曾逾越的高峰。

从中心到边缘———男性主体地位的丧失

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封建

礼教大厦，自由、民主、科学之精神辉耀华夏大地。
中国“现代女作家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
听众和讲坛，两千多年始终潜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

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
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1］( P2)。冰心、庐隐、
苏雪林、凌叔华、冯沅君、丁玲等一批女作家陆续踏
上文坛，并自觉成为新女性的代言人。随后十几年
里，又有大批女作家包括萧红和张爱玲先后走上文

坛，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学作品中，女性被剥夺了话

语权，成为被男性塑造的对象。她们或者温顺驯服、
贤良淑德，可供男性役使，或者沉鱼落雁、玉骨冰肌，
可供男性亵玩。而一旦她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不被男权至上的文化观念所容许，她们便“头发长
见识短”，与小人一样“难养”，甚至被描述为淫娃荡
妇，红颜祸水。而“‘女性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挑战
性的文学行为”［2］( P87)。丁玲、萧红、张爱玲女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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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的突破性意义在于，她们动摇和颠覆了以往

主流文学作品中男性形象的中心和主体地位，代之

而起的是女性客体地位的主体化与主体意识的生

成。在她们的女性文本中，女性形象完成了从配角
到主角的跨越，男性形象则经历了从主角到配角的

转换。三位女作家凭着对男性世界的精细观察和深
切体悟，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大胆颠覆和解构了男权

传统，甚至将男性形象推到了被审视、被质疑、被鞭
挞的尴尬境地，成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边缘群体。
在这个方面，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无疑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人公莎菲是一个置旧
礼教、旧道德于不顾的新女性，在与两位男性———苇
弟与凌吉士的恋爱纠葛中，莎菲不再是被动的被挑

选者，而变身为主动的选择者。面对怯懦、笨拙、常
常被捉弄得非哭既笑的苇弟，莎菲感到深深的失望;

爱上了风度翩翩、丰仪俊美的凌吉士，却发觉对方骨
子里是一个自私自利、庸俗乏味的卑劣男人。莎菲
所追求的，不过是人格平等、心心相印的一段真爱，
然而，这两个男人都不能给莎菲一个满意的答案。
莎菲对两位男性及其背后的整个男性社会感到深深

的绝望。不仅如此，“离经叛道”的莎菲对男性的选
择、审视，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精神上的爱恋，而是
包含着强烈的感官欲望的“性”的成分。面对凌吉
士，莎菲由衷赞叹: “那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
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上面，从来我是没有留心

到”［3］( P43)。对凌吉士的观察和审视，带给莎菲强烈
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
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
“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
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

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3］( P44)。丁玲以这番惊
世骇俗的描写，不仅彻底颠覆了男权至上文化氛围

下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使男性变成

了被女性鉴赏、品味、审视甚至把玩的观察目标和欲
望对象，并发泄着一种窥破男性神话后的渎神似的

快感。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也
确立了女性作为观察主体和欲望主体的地位，更意

味着女性作家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并开始对男性形

象的塑造参与意见，从而使文学作品对男性形象的

塑造不再为男性霸权话语所垄断。
萧红的女性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从小饱受

性别歧视、成长过程中又屡遭爱情婚姻磨难的萧红，
对封建传统文化和男权至上观念，抱有一种近乎本

能的抵触。而善良慈祥的祖父的影响，自身惨痛人
生经历的直接经验以及新式的学校教育，共同形成

了萧红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萧红将悲悯的目光投
向挣扎在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揭示出在中

国北方男权至上的乡村宗法社会，女性失去了作为

人的主体地位，被迫沦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和泄欲的

工具，沦为传宗接代的生殖机器和家庭的廉价劳动

力……萧红以大胆、越轨的笔致，将一个个被侮辱、
被损害、被物化的女性人物，置于小说的主体地位，
而男性形象则被作者置于次要的、配角的地位，并作
为妇女和孩子苦难命运的始作俑者，受到控诉和批

判。
《生死场》是萧红前期小说的代表作。作品没
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而是通过女性在恋爱、生
育、疾病等日常生活场景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再
现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真实苦难，控诉封建男权和

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并在对男女两性的对比描
写中，倾心赞美女性的善良仁爱、坚强勇毅和不屈不
挠; 而对男性所表现出来的要么窝囊怯懦、目光短
浅，要么暴烈冷酷、心灵扭曲，则予以坚决的否定和
批判。王婆是作品中着墨较多且贯穿始终的劳动妇
女的形象。与一般乡村妇女不同，王婆不畏世俗眼
光，嫁过三次人，但令她失望的是，三个男人都没有

成为她的依靠。在和第三个丈夫赵三的共同生活
中，她不仅生活得贫困、艰辛，而且丈夫的无所作为
也让她内心常常感到十分苦闷。听到儿子被官府杀
害的消息，刚烈的王婆愤而服毒自尽，表现了她对整

个旧世界的绝望和反抗。而在王婆死而复生的过程
中，赵三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无情，则令人深感男人人

性的炎凉。作者还以赵三组织镰刀会为契机，描写
王婆的胆识眼光，而对赵三的糊涂退缩，则表达了深

深的蔑视和失望。正如王婆所深深感慨的，这个男
人“起初看来还像一块铁，后来越看越是一堆泥
了”［4］( P34)。显然，无论是窝囊怯懦的男人，还是冷
酷暴烈的男人，都无法堪当女人的榜样和靠山。在
萧红笔下，男性不仅丧失了在文学作品的中心地位，

而且男权偶像的根基也被彻底动摇。
与萧红一样，张爱玲也是一位独特到堪称传奇

的女作家。她的小说虽然只是笔涉男女情事，却写
出了人性的深度。张爱玲常常以封建大家庭千年不
变的沉滞、黯淡生活为背景，表现女性在强大的现实
生存压力下，放逐了理想爱情，扭曲了情感欲望，在

绝望中悲叹和挣扎。张爱玲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将
自己对社会人心的深刻洞察及细腻丰富的人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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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创作当中，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展示出

一个地道的女性世界。事实上，张爱玲笔下的男性
世界也十分丰富多彩，因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
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5］( P77)。只
是作者本着鲜明的女性立场，对男性形象进行了刻

意的弱化。因此，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活色生香、
光彩照人、张力十足，但相较之下，男性形象则显得
人性孱弱，暗淡无光，毫无魅力。这正是张爱玲颠覆
和解构男权的结果。
在《霸王别姬》中，张爱玲将男权文化下始终只

是霸王影子而从来不曾得到正面表现的虞姬，放到

了作品主体的位置，并灌注以清醒的女性意识，赋予

虞姬以一个真正的“人”的独立意志与思考。虞姬
在垓下被围、四面楚歌的决战前夜，进行了她人生最
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反思和拷问: “十余
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

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独
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

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
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然而
她呢? 她仅仅是他的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

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毫无疑
问，虞姬是深爱霸王的，但她也深知，她只是霸王的

一件附属品，与乌骓马并列而点缀着男人的英勇气

概。霸王成功了，她将闭锁深宫，与众多的“流星”
分享她和霸王的天宇; 霸王失败了，她将成为累赘了

霸王的红颜祸水，千古罪人。显然，无论哪一种结
局，都不是虞姬所向往的。于是，虞姬毅然决然地选
择了自尽———“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虞姬以这样的方式找回了女性的自我。
与虞姬的临危不惧、沉着镇定、敢于牺牲相比，霸王
不过是个逃避现实、自欺欺人、色厉而内荏的男人。
张爱玲对父权体制下既往正史的颠覆性改写，揭示

了男性苍白、虚弱的本质，对男权权威进行了大胆挑
战。
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作家不仅改写了男性

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地位，去掉了笼罩在男性

身上的耀眼光环，还原他们比普通人更懦弱、更虚
伪、更卑劣的本来面目，而且打破了男性话语霸权无
原则地美化男性的文化传统，让女性在男性形象塑

造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使千年不倒的男权
偶像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从面目模糊到灵魂萎弱———男权偶像的崩塌

一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本质上是一部男性独

掌话语霸权、男性形象不断被偶像化、英雄化的历
史。在男性所主宰的话语文本中，男性是当然的主
体，是一切道德伦理的典范，是忠、孝、义、悌、智、勇
等文化品格的化身，是可供女性依靠、需要女性顶礼
膜拜的神。正如澳大利亚女权主义批评家德尔·史
班德( Dale Spender) 在《男人创造语言》一书中所指
出的:“男性优越的神话是父权社会的规则创造的。
……男人制定了所有的规则，而其中，语言无疑是最
主要的一个”。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初步掌握了话语权的

女作家笔下，男性不再是往日高大完美的英雄偶像，

而变成了着墨不多、从外形到性格都显得模糊不清
的“影子”。这不仅与作者张扬女性意识、把笔墨集
中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有关，其实也与女作家们创

作技巧稚嫩、与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接触、认识不多有
关———创作素材的匮乏使她们在男性形象塑造上捉
襟见肘，无法使人物真正生动鲜活起来。虽然这种
情况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有所改变，但距
离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萧红和
张爱玲则秉持着一贯的女性主义创作立场，不仅把

男性当做自己塑造女性形象的陪衬和工具，更当成

批判和控诉的对象。因此，男性形象在外型上虽然
稍显清晰，但作家更侧重对男性人物的性格、心理、
人格的揭示，向人物灵魂深处开掘就成为萧红和张

爱玲的共同追求。
在丁玲笔下，凌吉士的形象较以往女作家们所

塑造的男性形象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从主观上来

说，丁玲对凌吉士外在特征的刻画，并不是意图描写

一个面目清晰、性格鲜明的男性形象，而不过是借莎
菲的眼睛对凌吉士进行观察、揣摩和审视，表现作为
新女性的莎菲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对自身情感

欲望的自我逼视，当然也间接地凸显男性主体地位

的旁落。而对于人物庸俗、自私、卑劣等性格特征，
则缺乏生动的、具体的描绘，人物显得简单化、概念
化。此外如窝囊、笨拙的苇弟，《我在霞村的日子》
中犹疑、怯懦的夏大宝等男性形象，在整体上都显得
外形模糊不清，性格也缺乏生动性和复杂性。
随着女作家社会实践活动的逐渐增多，对现实

生活中的男性的认识也逐渐丰富和深化，创作技巧

更日臻成熟。男性形象塑造到了萧红笔下，便暴露
出灵魂的萎弱、人性的炎凉和心灵的扭曲，体现出国
民性的劣根和改造国民灵魂的必要。萧红以作品实
证，使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以来本已摇摇欲坠

的男权偶像在她的笔下轰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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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死场》中，萧红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触
目惊心的事实———在乡村，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命运
悲剧和孩子的生命悲剧大多是由于男性造成的，而

这些男性往往是妇孺们的丈夫或父亲，是他们生命

中最亲近的人，但他们却成了戕害自己妻子儿女的

残忍的刽子手。在《生死场》仅有的两段恋爱故事
中，萧红一面表现金枝和福发婶两代女性对美好爱

情的憧憬，以及她们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一面表现

男性以野蛮的“兽欲”对爱情的粗暴践踏，以及在婚
后的家庭生活中给予女性的冷酷摧残。而在对五姑
姑的姐姐生育场面的描写中，萧红凸显了女性在生

育过程中所遭受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特别是

男性所给予的精神折磨———因难产而奄奄一息的女
人，还要遭受丈夫的辱骂、投烟袋、泼冷水，此外，丢
了羊就如丧考妣、而妻子和儿子被日本人杀害却无
动于衷的二里半，任凭瘫痪的妻子在炕上活活烂死、
却连一床被子都要撤走的月英的丈夫，夫妻吵嘴就

摔死女儿的成业……男权至上、男尊女卑的文化传
统，将男人纵容成了“炎凉的人类”、没有灵魂的魔
鬼，丧失了作为人的起码的道德和人性的底线。不
仅如此，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还表现了男性群体
性的人性扭曲———面对小团圆媳妇所遭受的非人折
磨，“老厨子”、“有二伯”等“看客”不仅冷漠麻木、
无动于衷，还在参加完葬礼之后津津乐道、欢天喜地
如同过年一般; 而且仅仅是“看”已经不能满足他们
无聊的精神需求，他们还要变身为“无主名无意识
的杀人群体”，亲身参与用流言蜚语剿杀王大姑娘
的活动……萧红毫不留情掀开了真实而残酷的社会
生活的一角，反映出在封建男权文化影响下，男性灵

魂的粗糙和人性的扭曲，还原了男性自私、愚昧、暴
虐、冷酷的本来面目，使长久以来巍然屹立的男权偶
像在她的笔下轰然倒塌。
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称赞张爱玲是“记录

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

家”［7］( P273)。成长过程中冷漠的家庭环境促使张爱
玲早早地领略了人世的苍凉，良好的西式教育培育

出张爱玲独立的女性意识，而商业气息浓厚的半殖

民地都市生活，又磨练出张爱玲作为世俗女性的锐

利眼光。这些都使她的作品里最常见的就是都市人
生冷酷的真相。在她笔下，无论是十里洋场的风流
阔少，还是封建大家族的遗老遗少，亦或是庸碌于市

井间的各色男人，大都陋于质、寡于情、趋于利，不复
是以往文学作品中高大完美的英雄偶像。张爱玲以
一种无与伦比的透彻见识打破了男权社会里既定的

性别优势，反映了张爱玲对父权体制的嘲弄和挑战。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毫不留情地揭

露了男主人公佟振保自私、卑鄙、虚伪的伪君子本
质———“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 提拔兄
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 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

爆认真; 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

己”。但私下里，佟振宝毫无廉耻之心地勾引朋友
之妻王娇蕊，并与之私通，不仅背叛了朋友义气，丧

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而且从一开始，他对王娇蕊就

没有存什么真心，只是因为贪恋那一身“绷得溜光
水滑的肉体”、那“婴孩的头脑与成熟妇人的美”。
而且“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人，他用不
着对她负任何责任”。而《第一炉香》中的乔琪、《金
锁记》里的姜季泽等，则是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风
流浪子，“除了玩之外，什么本领都没有”。而《倾城
之恋》中的范柳原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男人。他不
仅“也是嫖赌吃喝，样样都来”，而且他对白流苏的
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上等的调情”。流苏的美
丽典雅深深地吸引他，但为了将来可以推卸责任不

对流苏负责，他不惜设计种种花样，让流苏主动投怀

送抱。虽然战争逼使他们最终结合，但从此以后，范
柳原的俏皮话只讲给旁的女人听了。此外，张爱玲
还笔涉封建旧家庭的遗老遗少们，揭示他们无所事

事、不思进取、人格猥琐，把吃喝嫖赌、放浪形骸当成
了人生唯一的享乐和追求。张爱玲以审视的目光，
关注着都市社会的各色男人，深入挖掘其灵魂的空

虚，人格的卑劣，作品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和

男性批判意识。张爱玲对男性群体的颠覆性描写，
证明了这些所谓的强势群体从未真正地强大过。
从丁玲笔下男性形象的模糊不清，到萧红、张爱

玲对男权偶像的彻底颠覆，现代女作家们走过了十

几年艰辛的创作历程。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生
死场》、《呼兰河传》、《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一系
列优秀作品为标志，中国女性写作中反抗男权、追求
独立的精神意向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她们的创作，
在我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崛起到沉寂

———中国现代女性意识艰难的觉醒之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漫天阴霾中走来，丁玲、萧
红、张爱玲三位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觉醒之路，走
得异常曲折艰难。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
的激烈交锋碰撞中，西方现代文化以其自由、民主、
科学、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等核心价值理念，对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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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礼教和封建传统文化摧残的中国女性产生了不

可抵御的致命吸引力，唤醒了她们作为人、作为女人
的自觉，促使其中的先进分子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其女性意识呈现出崛起之势。20 年代后期丁玲的
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又以其
厚重、沉滞的文化心理定势对现代女作家形成事实
上的沉重压制和桎梏，牵绊着她们走向新生活和新

创作的步伐。曾经风云无匹、继而风流云散的五四
女作家群体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随着马
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工农革命蓬勃发

展，20 年代后期文坛上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的口号，并迅速被广大激进的文学青年所认同。投
身社会革命，拯救危亡中的祖国，成为有志青年的共

同选择。在多重政治、文化势力的裹挟下，丁玲、萧
红、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觉醒之路走得一波三折，步履
蹒跚。这不仅是三位女作家的女性文学之路，也是
中国现代女作家共同文学命运的折射。
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烬，丁玲的《莎菲女

士的日记》将一种对爱情、对男性、对整个人生的失
望情绪渲染到了极致，“莎菲”也作为“负着时代苦
闷的创伤”的“绝叫者”，成为整个五四运动最后落
幕的一个象征符号。但随着大时代的变迁，丁玲的
创作思想逐渐发生转变。她开始努力将个人与时
代、情感与理性、女性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显
示出勇于面对社会现实、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的实践
精神。但丁玲的女性意识呈现出明显弱化趋势。在
《韦护》等一系列作品中，曾经被丁玲边缘化的男性
形象重新回归主体地位，曾经令莎菲深感绝望的苇

弟、凌吉士之流，被韦护、若泉等有信仰、有才华、有
激情的“好男人”形象所取代，并重新被女主角所热
爱、崇拜和追随。到 40 年代初《我在霞村的日子》、
《在医院中》等作品中，女性意识有所恢复，但随着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丁玲在短短的一百多天的时间里，创作思想发生了

根本的转变，彻底摒弃了莎菲时代敢于深入女性自

身生命体验的独立个性，泯灭了独特的女性意识，创

作思想重新与男性主流话语合流。
丁玲的创作思想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有

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
女性对男性的追随才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特
别是当男性较女性更早、更深入地投身社会革命，并
表现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敢作敢当的人格精神，

重新成为有信仰、有追求、有力量的群体时，女性回
归从属地位，几乎是轻而易举、自然而然的。这种传

统文化的影响对丁玲来说也不例外。而 30 年代初，
丁玲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参加“左联”，并亲身经历
了丈夫———左联作家胡也频被害。这样的经历和遭
遇，既开阔了丁玲的眼界，也坚定了她投身社会革命

的决心，并使她考察男性的着眼点发生了较大转

变———从考察男性在爱情婚姻中所展现的个人魅
力，转而考察男性在社会革命中所显示的理想信仰

和个人能力，这自然使丁玲对男性的印象改观。这
也意味着女性作家已经开始把爱情问题当做是社会

问题的一部分进行思考，从而拓宽了女性写作的视

野。“女性意识绝不是一个可以独立于社会现实与
意识形态之外的纯粹之物，恰恰相反，它一直就是在

与现实生存问题的复杂纠葛中寻求出路、得到发展
的”［7］( P6)。但遗憾的是，在丁玲迈出走向社会革命
的第一步之后，其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不仅没有能够

与时代社会意识很好的结合从而获得新的创作生

命，相反很快被政治功利意识所裹挟和湮没，女性意

识彻底走向沉寂。
与丁玲从追求爱情到投身革命，致使往日单纯

而强烈的女性意识迅速为社会意识所湮没不同，萧

红是从追随革命到谋求国民灵魂的改造，致使前期

炽烈而浓厚的阶级意识在后来逐渐被现实主义作家

清醒的生命意识、纯粹的女性立场和改造国民性的
胸襟和气度所替代。30 年代初，由萧军引领走上左
翼文坛的萧红，并没有女性意识的自觉。为了拉近
自己与左翼文艺阵营的距离，萧红创作的初期曾尝

试着以阶级斗争眼光观照社会现实，将批判的矛头

直指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及压榨。小说处女作《王
阿嫂之死》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特点。但从《生死
场》开始，萧红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和改造国
民性的精英立场，并完全摆脱了当时流行的公式化、
概念化创作倾向的影响，将审视和批判的目光，直指

封建男权和封建的传统文化，指向了作为女性对立

面的男性，控诉了男权至上文化氛围下男性灵魂的

萎弱和人性的炎凉。而在《呼兰河传》中，作者以清
醒的现实主义态度观照当时人们荒芜而凄凉的生存

状态，审视人们野蛮而冷酷的生存本相，将批判的矛

头指向封建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本身，并对国民性

格中的劣根性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萧红的难
能可贵在于，她将女性意识深深植根于对人类生命

意识、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对传统文化、贫困文化
的深刻反思，对国民性弱点的深入剖析等一系列社

会问题之中，使丁玲笔下被弱化甚至替代的女性意

识逐渐深化，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但令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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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是，1942 年 1 月，正值创作顶峰的萧红英年早
逝，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巨

大历史空缺。
张爱玲强烈的女性意识与她良好的西式教育背

景密切相关，而自幼冷漠的亲情关系，造就了张爱玲

冷静、犀利的现实主义立场。她剥去了男权偶像冠
冕堂皇的外衣，对他们的虚伪本质做了一回从里向

外的透视，对传统男性形象进行了颠覆性描写。她
从都市男女的日常生活中取材，着力表现“人生安
稳的一面”，就此揭示出在所谓“安稳”的人生表象
下，女性生存的艰难，挣扎的苦闷，从而对男权至上

的文化传统所制造的男女间的不平等、不合理以及
男权文化戕害人性、灭绝人欲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
揭露与批判。《倾城之恋》揭示了女性婚姻追求与
爱情理想之间严重错位的现实。女主人公白流苏为
了生存而属意于富商范柳原，尽管白流苏并不爱他，

而范柳原也对流苏充满兴趣，尽管并不想娶她。最
终，白流苏如愿以偿地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婚姻，却从

此失去了范柳原原有的那一点真情。在严酷的现实
面前，流苏不能期望爱情与婚姻二者得兼。而《金
锁记》中，曹七巧的遭遇仿佛就是白流苏婚后生活
的预言。白流苏赢得了婚姻却葬送了追求幸福爱情
的权利，曹七巧获得了赖以生存的黄金，却由于情感

欲望的空虚变成了人性扭曲、变态的女疯子。张爱
玲从“饮食男女”这一狭小的题材领域中剖析出女
性情感和欲望所遭受的种种压抑与苦闷，似乎在不

经意间，已经揭开了几千年来封建的中国式婚姻阴

暗、虚伪的本质，体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深刻性。然
而，一向以冷静、犀利、超然的态度关注女性命运、高
扬着女性意识大旗的张爱玲，在 40 年代中期的一场
婚变之后，创作进入了低潮期，此后虽有作品问世，

但其女性意识已呈现出逐渐淡化的趋势，鲜有能够

匹敌前期《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
瑰》等的作品出现。
从崛起到沉寂，尽管丁玲、萧红、张爱玲的女性

意识觉醒之路走得坎坷艰难，但她们却以自己的不

懈努力树立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也为

后来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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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the Rise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from the Collapse of Male Idol:
On the Male Images in Ding Ling，Xiao Hong and Eileen Chang’s Writings

QU Hui － fang
( Faculty of Literature，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014030)

Abstract: Ding Ling，Xiao Hong and Eileen Chang are the three talented women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mod-
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anding at the high point of the time on the replacement of the old culture，they advocated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described the images of men subversively． They torn out the holy and mystery coat of
men under the patriarchy － centered thoughts rul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and exposed the weary soul，the distorted
human nature and lowering personality of the men． In their works，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ideology was ques-
tioned，denied，and even completely overthrown． The male idol collapsed; meanwhile a number of vivid，lively female
images took the place of the male images in literary works，and became a different view in modern literature． The
writings of the three female writers are significant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nd could not be transcend by other
Chinese women creations till nowadays．

Key words: Ding Ling; Xiao Hong; Eileen Chang; Male idols; Femal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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